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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於清帝國性質的爭論核心是：滿人是否佔據了主體性地位。本文借用政

治學中的「軸輻式帝國理論」，以不同人群政治權利的異同為中心來對清帝國性質

問題進行再思考。該理論認為帝國有着一種軸輻式（hub-and-spoke）的支配結構，

即由帝國核心分別統治着各個邊緣地區，核心人群與邊緣人群在政治權利方面存

在着明顯的差別。清朝無疑具有多元帝國的特徵，滿洲核心始終被精心維護，只

有滿人享有全面的政治權利；漢、蒙、藏、回等各個邊緣地區之間實行嚴格的邊

疆隔離政策與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其政治權利都受到很大約束。不過，漢人因

為擁有通往清廷中樞的制度化升遷道路，使之部分地帶有核心人群的特質，具有

較大的特殊性。到了近代，清朝在外部壓力之下尋求轉型，嘗試將異質化的多元

帝國整合為均質化的民族國家。隨着邊疆隔離被打破，漢人的政治權利進一步擴

大，滿漢的融合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不過由於積習難改與滿洲親貴的阻力，清朝

迄至滅亡也沒有完成民族國家轉型。

關鍵詞：「新清史」　帝國　軸輻式結構　邊緣　邊疆隔離

關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基本是「新清史」刺激的結果。「新清史」是一個較

為鬆散的學派，其內部成員在很多論點上存在分歧。之所以將之歸為一個學

派，是因為他們確實共用了一些基本觀念。首先，「新清史」學者反對傳統的

「漢化論」敍事。相關爭議最早開始於何炳棣與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的論

戰。「漢化論」敍事認為滿洲在入主中原之後迅速地被漢文化同化，清朝也成

為了傳統中國王朝之一。「新清史」研究則認為大清帝國不能等同中國，甚至

中國只是清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1。其次，「新清史」學者都強調滿洲人的主

體性2。其領軍人物歐立德（Mark C. Elliott）總結道，「新清史」的核心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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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滿洲人看做清帝國的統治民眾（imperial people），這種新的視角意味着他們

正在作為真正的歷史主體被重新載入各種歷史敍事中」3。黃興濤在回應相關

爭議時，也敏銳地指出爭議的關鍵是滿洲是否具有主體性地位4。如果滿洲

人掌握着支配地位，那麼相對應的漢人就處於從屬地位。「新清史」敍事衝擊

了中國長期流傳的史學傳統，並且其使用的「帝國」、「殖民」、「清朝非中國」

等概念與論斷，被認為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準則提出挑戰，並對中華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具有政治上的潛在顛

覆性5。這導致圍繞「新清史」的爭論帶有很強的意氣之爭味道，也始終無法

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

但是，「新清史」學者提出的很多問題關係到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宏

大歷史敍事，是不得不予以正面回應的重大理論問題。拋開意氣之爭與政治

因素，部分「新清史」爭議的核心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範圍內進行討論，比如

清帝國的多元統治結構問題。不過，「新清史」學者及其批評者在這方面的討

論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使得雙方當前的論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對於清

帝國性質的進一步研究需要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本文借用了政治學中廣

泛使用的「軸輻式帝國理論」，為清帝國性質的爭議引入「政治權利」的視角，

希望能夠釐清當前討論的一些問題。

一　政治權利視角

目前關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存在着不少問題，比如缺乏清晰的概念界

定、對於帝國概念的操作化意識不足、對於長時段的歷史變遷較少注意等，

制約了討論的進一步深入。本文認為政治權利視角的引入，將有助於補充既

有討論的不足。

（一）現有討論的主要問題

首先，辯論雙方缺乏對帝國概念的共識。「帝國」本來就是一個充斥較多

歧義、容易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新清史」研究者一方，帝國似乎是一個不需

要加以定義的約定俗成概念，也沒有提出非常清晰的界定。他們心目中的帝

國典型形象大約就是近代西方的諸帝國。「漢化論」學者一方則多將帝國等同

於帝國主義侵略，有着強烈的厭惡之情，認為「新清史」學者使用「帝國」一詞

是刻意污蔑中國。其實，即便在西方學術界，「帝國」一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來也是一個非常負面的詞語。不過，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

出現了所謂「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ing）的新思潮，開始對帝國概念進行重

新反思，表現在學術上就是比較帝國史的興起。通過對歷史上諸帝國的研

究，人們意識到帝國是人類歷史中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說是佔據了人類歷史

主流的一種政治形態，反而民族國家只是一種僅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特殊政治

形態。由此而來的一種研究傾向就是對帝國的去污名化：「帝國」一詞逐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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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政治不正確變成了一個中性詞語，學者的重心從批判帝國如何邪惡，轉向研

究帝國到底如何運轉，乃至帝國存在的合理性6。「新清史」的很多討論就是

建立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

其次，除了對於「帝國」本身的定義分歧嚴重之外，辯論雙方都沒有對帝

國概念進行操作化，或者說不具有進行操作化的意識。所謂「操作化」是指，

關於甚麼是帝國、是不是帝國，乃至帝國是否在經歷轉型、轉型至何種程度， 

應該有一種能夠進行客觀分析的評判標準。從操作化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很

多討論都存在很大問題。第一，關於「認同」的爭議。認同問題處於「新清史」

爭議的核心位置。何炳棣要求羅友枝等人「逐一反駁」清朝統治者吸納漢文化

的「事件和儀式」7，但是反過來的要求也是成立的：「漢化論」敍事也需要逐

一反駁清朝保持滿洲特性的一切事件與儀式。事實上，這兩方面的證據都不

難找到。清朝既有吸納漢文化的現象，也有保持滿洲特性的現象。那麼吸納

了多少漢文化才算是漢化，保持了多少滿洲特性才算是維持了滿洲主體性？

又如何判斷吸收漢文化究竟是一種手段性的策略還是認同性的舉措8？恐怕

很難有客觀的標準，雙方也無法達成共識。第二，國內對於「新清史」的批評

非常強調漢人與漢人地區的重要性，以此來論證漢人在清朝的主體性地位。 

如劉文鵬指出，「與漢人的聯盟，有內地的支持，滿人才能獲得在內陸亞洲地

區的成功」，所以清朝統治者沒有「把漢人當作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對象」9， 

也就是說，因為漢人與漢地極端重要，所以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從屬者。但是

這一思路的問題在於其前提假設是錯誤的，重要性並不能自動地推導出政治

上的主體地位。正如，印度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是極端重要的，但是無法因此

否定印度人的從屬地位。重要性只是主體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作為一個

測量指標，重要性存在着效度不足的問題。

最後，無論是「新清史」支持者還是其批評者，對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都

缺乏整體的歷史感。清帝國的性質並非一成不變，以某一時段的特徵給清帝

國定性有以偏概全之嫌。「新清史」的很多研究集中於康雍乾時代，這一時期

有皇帝要求滿洲人保持傳統的大量記載，如以滿語作為「國語」、要求滿洲貴

族學習騎射等內容。但是在清末新政中，滿語失去了國語地位，漢語成為了

新的官方語言，很多滿漢的區隔措施在法律上被正式廢除，對於這樣的變

化，「新清史」研究較少關注bk。反過來，有學者以清末新政的內容來為清帝

國定性，如以1909年《大清國籍條例》明確定義了「中國人」國籍為例，來論證

清朝統治者的中國認同，以此反駁「新清史」的觀點bl。然而，1909年的條例

定義是否能夠代表過去二百多年的態度？這部分又回到了上述缺乏可操作化

定義的問題，因為沒有一以貫之的評判標準，自然無法提供全時段的變遷圖

景。歷史中的帝國都不是靜態不動的，帝國從來不會「完成」（finished），它時

刻處於變動之中bm。清帝國在近代前後經歷了根本性的變革。因此，討論清

帝國的性質不應該簡單地對整體進行一個定性的評價，而是應該梳理其動態

的演變歷程。

總之，關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首先應該對「帝國」進行清晰的概念界定

與操作化定義，建立一套一以貫之的評判標準。筆者以為，政治學中的軸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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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帝國理論強調從政治權利的視角來界定與分析帝國及其變遷，提供了一個

非常有啟發性的視角。

（二）軸輻式帝國理論的啟示

軸輻式帝國理論是目前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界普遍使用的帝國理論。帝

國關係被定義為一個政治體享有對其他政治體的有效主權控制。居於統治地

位的政治體被稱為「核心」（core/metropole），居於被統治地位的被稱為「邊緣」

（periphery）bn。一般來說，一個帝國會擁有多個邊緣地區，呈現出一種軸輻式

（hub-and-spoke）結構bo。帝國是一個合成政治體（composite polity）bp，一個

正式帝國可以從整體上被看作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同時其核心與各個邊緣

地區作為政治單位又都保留着一些獨立性。單從統治結構來看，帝國與聯邦

制非常類似，而將帝國區分於聯邦制的是其異質性（heterogeneous）。聯邦是一

種均質性（homogenous）的政治體，在中央與各成員單位之間有一套統一的政

治契約（如在美國就是聯邦憲法）。帝國則沒有這樣的能夠覆蓋全體的統一契

約。帝國的核心與各個邊緣地區分別簽訂契約，不同地區有着迥然不同的政

治制度與法律系統bq。為了維持充滿異質性的體制，帝國選擇保持各個邊緣

地區之間的隔絕狀態，由核心分別與之相聯繫。有學者敏銳地指出，真正讓

帝國獨特的並非其軸輻式結構，而是無框（rimless）結構。所以，典型的帝國

支配結構是一種無框的軸輻式結構（rimless-hub-and-spoke）br。

軸輻式帝國理論的關注重心是政治權利，直觀體現在任職權利、遷徙權

利等方面。如圖1所示，帝國核心分別統治着一個個的邊緣地帶。核心與邊緣

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單向度的，在人事上體現為核心人群有前往各個邊緣地區

任職的權利，但是邊緣人群無法進入核心任職。另外，在各個邊緣地區之間

存在着制度化的隔離，其任職、遷徙、經濟與文化交流等各方面都受到嚴格

限制。軸輻式帝國理論是一種「理想類型」式的理論，但現實永遠不會如此簡

潔清晰，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帝國能夠完全符合它的描述——或許近代歐洲

圖1　軸輻式帝國的「理想類型」

資料來源：Daniel	H.	Nexon	and	Thomas	Wright,	“What’s	at	Stake	 in	 the	American	Empire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	no.	2	(2007):	260.

邊緣 邊緣

邊緣邊緣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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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的殖民大帝國是較為接近的典型。按照軸輻式帝國理論，中國歷史上也充滿

了各種「帝國」。漢代以來的都護府、羈縻府州、土司等政治機構就帶有明顯

的帝國色彩。而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帝國特徵就更加濃厚，這些政權往

往具有較為明顯的核心人群與邊緣人群，實行着程度不同的差異性政策。當

然軸輻式帝國理論是高度抽象的理論，不可避免地會忽視豐富複雜的歷史細

節與各種例外情況，但是它所提供的結構性視角，有助於為歷史進程勾勒出

基本的「骨架」，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軸輻式帝國理論有助於解決關於清帝國性質的爭論。首先，它對於「帝國」 

具有一個高度清晰且有很強操作性的定義。軸輻式帝國理論重點關注帝國中

的政治權利差異，而政治權利有着清晰的判定標準，不容易出現各執一詞的

模糊情況。「新清史」學者強調帝國具有有條件地包容差異性的主權分層體制， 

以差異性和差異化的管理為區別於民族國家的核心特點，這大致與軸輻式帝

國理論吻合bs。但是他們對於概念缺乏更深入的解讀，也沒有嘗試在操作性

方面進一步探求。另一邊，「漢化論」學者側重從對外關係而非內在政治體制

來界定「帝國」，過於強調「侵略」、「殖民」等內涵bt。部分學者根據這樣的思

路，嘗試通過論證清朝的擴張並沒有殖民主義動機來否定清朝的帝國性ck。

但擴張「動機」一類的問題太容易使論述陷入感情化的窠臼，難以客觀觀察對

比；而且這種帝國觀過於關注帝國的征服一面，極大忽視了帝國統治與管理

的一面，也無法處理帝國轉型的問題。因此，本文更加傾向於採納從內部政

制特點來界定「帝國」的學術取向。

其次，軸輻式帝國理論內含了核心與邊緣複雜互動的內容，有助於分析

清帝國的轉型。這一理論認為核心與邊緣之間的政治關係是變動不居的，處

於持續的複雜互動之中，並且預設了帝國轉型的可能性cl。圖1提供了理解帝

國統治結構及其轉型的參照系，透過觀察現實的帝國結構多大程度上偏離了

理想類型，可以判斷不同時期帝國的性質及其轉型的過程。比如，如果觀察

到核心與邊緣之間出現了雙向度的人事流動，或者邊緣與邊緣之間的人事區

隔出現了鬆動，都將是帝國異質性減弱而均質化增強的明確標誌。總之，對

於清帝國性質的研究，除了判斷是不是帝國之外，還需要關注其帝國特性在

歷史中的演變過程。軸輻式帝國理論為分析帝國變遷提供了方便的分析工具。

二　清帝國的多元統治結構

參照軸輻式帝國理論的定義，如果「將帝國作為一個學術名詞而非政治術

語，清朝是一個帝國而且具有帝國的多元特性」，乃是「不爭的歷史事實」cm。

清帝國的核心毫無疑問是「滿人」，邊緣則是蒙、漢、藏、回人群。在清朝的

支配結構中，存在着明顯的核心與邊緣區分以及邊疆隔離制度。不過，漢人

又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雖然整體上他們處於邊緣地位，但能夠制度化地進入

到帝國的中央政府任職，與核心存在着雙向度的人事流動，因此又具有部分

核心的政治權利。這為後來的帝國轉型奠定了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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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與邊緣：多元帝國的統治結構

「滿人」在清朝具有不同的含義。狹義上的「滿人」指滿洲部族。清朝一貫

提倡「首崇滿洲」的政策，滿洲部族的地位最為突出。廣義上的「滿人」等同於

「旗人」。清代八旗由滿洲、蒙古、漢軍三部共同組成。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

在政治地位上與滿洲八旗同為旗人，在各項權利上都一視同仁cn。據王鍾翰

闡述，從乾隆後期開始，更加確認了凡是被編入八旗之人，都視為滿洲人。

所以滿洲即八旗，滿人即旗人co。現實中，「首崇滿洲」與「八旗乃我朝根本」

兩者存在着微妙的張力。旗人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了帝國的核心，享有核心的

權利，但是其中滿洲部族比之蒙古與漢軍要更加優越。最近有學者提出了「半

核心」的概念，強調核心內部的差異。半核心在政治地位上要低於真正的核

心，但是相比邊緣又明顯享有核心的諸多特權，如大英帝國中的蘇格蘭人cp。 

清代的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也類似於這種半核心。

清帝國主要的邊緣地區就是蒙古、漢地行省區、西藏。乾隆時期徹底征

服準噶爾蒙古，順帶將南疆地區納入統治，於是又增加了「回」這一個重要的

邊疆地區，變成了滿、蒙、漢、藏、回五個主要組成部分。清朝主要採用因

俗而治與邊疆隔離政策來管理各個邊緣地區。在蒙古地區，清朝任用蒙古王

公，建立盟旗制度；在西藏，達賴喇嘛和噶廈制度得以保持；在回疆，使用

當地舊有的伯克制來管理維吾爾人；在漢地，則基本保留了明朝的制度，採

用郡縣制、科舉制等方式來進行管理。與之相應地，各個分部都採用當地的

法律來進行管理，彼此之間的法律存在着重大的差異cq。各個邊緣地區單獨

與核心連接在一起，彼此之間保持隔離。

總體上看，藩部與行省被劃為兩大互相封閉的系統，實行着雙向的隔絕

和封禁。漢地行省事務主要由六部處理，藩部事務由理藩院單獨處理，舉凡政 

治、經濟、文化事務，都只能在各自的系統之內存在和運行。藩部又可以細分 

為蒙、回、藏三個部分，彼此之間同樣存在着森嚴的隔絕與封禁，甚至是內部 

更小的系統如蒙古各盟旗之間也沒有完全的交往自由。在政治方面，漢、蒙、 

回、藏各邊緣地區之人的仕途局限於本區域之內，無法進行交叉任職。在經

濟方面，各個邊緣地區之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絕，往來經商需要領取地

方駐防部門的「護照」。在回疆，清朝甚至還保留了當地獨特的金融系統，允

許當地使用普爾錢，而不是帝國其他地區通行的銅錢通寶。在文化方面，各

邊緣地區之間的交流受到嚴格控制，尤其是防止藩部接觸漢文化。清朝明文

規定，禁止蒙古人與回疆的維吾爾人學習漢文，不得聘用漢族書吏等cr。

清帝國的軸輻式結構最典型地體現在人事的安排上。從性質上看，東北

地區是滿人故地，具有核心性質，漢、蒙、回、藏等地皆屬於邊緣性質。只

有作為核心人群的滿人不受邊疆隔離制度的限制，可以到各個邊緣地區任職， 

其中滿洲八旗出身者又要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通過下面兩個簡單的表格，

可以直觀地認識清帝國不同族群的政治權利。表1分別選擇了幾個藩部的職

位，統計其任職者的族群情況。

按照《清史稿》的說法，藩部地區不但駐防將軍、大臣是滿人，甚至其下

屬的「城守尉各官」也「概定滿缺」cs。可以肯定，那些出身不詳者也應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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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表1　幾個藩部長官出身情況（1905年之前）

職位
滿旗（含宗
室等）

蒙旗 漢旗 不詳 總數

盛京將軍
57 6 0 6 69

82.6% 8.7% 0% 8.7% 100%

綏遠城（右衞）
將軍

42 7 0 32 81
51.9% 8.6% 0% 39.5% 100%

伊犁將軍
19 4 0 3 26

73% 15% 0% 12% 100%

駐藏大臣
33 8 2 23 66

50% 12.1% 3.0% 34.8% 1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341-1514、2217-	

2430。

說明：如同一人多次任職則算一人。

八旗中人。上表也從側面印證了王鍾翰等學者的論斷，即應該將八旗一體看

作是帝國的核心。此外，從已知身份的人員來看，滿洲八旗出身者佔絕對多

數，清帝國「首崇滿洲」的理念也體現得淋漓盡致。

表2對漢地各朝總督的族群情況也單獨做了一個統計。清代在漢人聚居區

使用行省制度，其地方長官職位對漢人開放，但是滿人也擁有擔任地方督撫

大員的權利。在康熙和乾隆年間，滿人尚佔據了總督職位的絕對多數，約三

分之二強。嘉慶之後漢人總督的比例才逐漸過半，並於咸豐、同治之後達到

最高峰。這當然與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湘系、淮系的崛起密不

可分。

通過上述兩個表格簡單的統計，可以看到至少到1900年前後，漢人都沒

有成為清帝國的核心。「漢化論」學者無論如何強調滿漢一體，滿人和漢人在 

表2　清代各朝任命的總督（按族群身份）

朝代 漢人人數 旗人人數

順治 14 18
康熙 18 37
雍正 13 15
乾隆 30 62
嘉慶 18 12
道光 27 11
咸豐 14 6
同治 23 3
光緒 12 5
宣統 1 4
總計 170 173

資料來源：本表為曹正漢根據傅宗懋《清代督撫制度》製作。引自曹正漢：〈中國的集權與分權〉，	

《社會》，2017年第3期，頁40。

說明：同一人若連續於二朝任總督，納入第一個任職之朝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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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利上的差異都是不容置疑的。漢人和漢地行省對於清帝國而言極為重

要，但是漢人並沒有獲得政治上的主體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說，「新清史」研

究的核心論點在近代之前確是有一定的說服力。

（二）漢人邊緣的特殊性

從政治權利來看，「新清史」研究強調漢人的非核心地位大致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認為「清同等對待亞洲腹地和中原地區」ct，認為漢人與其他邊緣人

群沒有任何差異，則又是不正確的。漢人不是典型意義上的邊緣人群，他們

在複雜的互動關係中獲得了部分核心的權利。漢人邊緣的特殊性使清帝國很

大地偏離了軸輻式帝國結構的理想類型。

漢地行省區是一個實行直接統治的邊緣地區。清朝採取因俗而治的方式

統治各個邊緣地區，一般情況下，這意味着通過當地代理人（中間人）進行間

接統治，如在蒙古依靠王公貴族、在西藏依靠僧侶、在回疆依靠伯克等。漢

人聚居區的特殊性在於其原來的統治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化體制，這讓

清朝對行省地區的統治變成一種直接統治。更重要的是，這種在漢地實行的

直接統治體制一直延伸到了最高層。清朝幾乎照搬了明朝的統治機器，並將

滿人的統治嵌入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滿官漢官並立的體制，即在中央六

部平行設置滿漢官員，並且以滿員為尊。後來軍機處成為了最高輔政機構，

軍機大臣的人員也多是滿漢相雜，而滿人軍機大臣一般更有優勢。通過此種

方式，滿人得以在政治上壓倒漢人。這一體制一方面反映漢人備受擠壓，始

終處於從屬位置；但是另一方面則代表他們獲得絕大多數帝國邊緣人群所不

具備的權利——進入帝國的中樞，而劉統勳等極少數漢人大臣甚至可以擔任

首席軍機大臣。這是絕大多數帝國的邊緣人群所難以奢望的重要權利。如大

英帝國時代的印度，英國從本土委派印度總督以及相當數量的文官，印度本

地人或許可以成為印度的高級文官，但是絕對不會有通往倫敦的任職機會。

印度人不敢想像有進入西敏寺議會的機會，更無法想像能夠進入內閣之中。

在本土與邊緣之間的人事流動壁壘是當時帝國統治的常態dk。同樣的情況也

出現在清朝其他一些邊緣地區，如新疆的伯克、蒙古的王公、西藏的活佛一

般不會有升遷到中央部門任職的機會dl。對比之下，就能夠看到漢人的特殊

地位。如果說完整的核心權利意味着同時獲得在最高中樞任職以及前往帝國

全境任職的可能性，那麼漢人部分地獲得了前一種權利，不能將之與其他邊

緣群體等同看待；漢人是一個「特殊」的邊緣群體。

另一個塑造漢人獨特地位的重要原因部分可能是來自地理因素。在一個

典型的帝國中，帝國本土的首都即是整個帝國的首都，並往往與邊緣地區 

的首府區別開來。帝國中央政府與核心地區的政府基本共享同一套機構，邊

緣地區另有一套統治結構。還是以近代的大英帝國為例，倫敦同時是英國

（United Kingdom，作為民族國家存在的帝國核心）和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

的首都，倫敦的議會與內閣同時是英國與大英帝國的政府機關。而作為邊緣

地區的印度以德里為首都，加拿大以渥太華為首都，各自具有一套自己的政

府機關。相比之下，清帝國的結構可謂非典型。入關之後滿人的「本土」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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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京，而不是東北。按照法律規定，八旗子弟要以北京為「家」。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內，在外駐防的八旗軍人在死後都要歸葬北京dm。所以北京兼具了三

種政治身份：整個帝國的首都、滿人核心的首府，以及漢人邊緣的首府。

地理的重疊導致了機構的重疊。在清初議政王大臣統治時期，漢人的管

理機構與帝國決策機構尚有一定的區分。但是隨着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衰落和

皇權的加強，帝國中央政府、滿人政府和漢人政府這三套班子最終融合在一

起，共同構成了北京的朝廷。機構的重合也導致了人員的雜糅，使得針對漢

人的單向度人事關係被部分地打破。身處軍機處、中央各部院的漢人臣僚可

以影響整個帝國的決策，這樣獨特的結構在實質上賦予了漢人部分核心的權

利。此外，長期身處一套機構之中所帶來的融合效應起到了彌合滿漢界線的

作用。比如在司法問題上，刑部中原有「漢人不辦滿事」的原則，這意味着滿

人可以辦漢案、漢人不得辦滿案，是一種典型的單向度權力安排。乾隆後期

開始，舊例逐漸被打破，漢官的地位逐漸變得與滿人平等，可以審理滿人案

件，在司法領域廢除了滿人核心與漢人邊緣的單向度權力關係dn。

可以看到，漢地行省區域——這片主要通過直接統治方式來加以管理的

邊緣之地愈來愈具有核心的特質，最終的結果是「重行省而輕藩部」do。慢慢

地，清朝的世界觀就和傳統中國的世界觀重合了：內中原而外邊疆。「新清

史」學者對於漢人邊緣的特殊性認識不足，對於清帝國性質的變遷缺乏敏感

性。這似乎也導致了他們對於清朝近代以來的歷史缺乏足夠的重視，沒有意

識到這一時期清帝國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三　清帝國多元統治結構的維持與鬆動

帝國不是靜態的，而是處於持續的動態互動之中；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

是在維持差異性與推進均質性之間取得平衡。清朝因為各種原因選擇了以維

持異質性為主的帝國統治策略，直到進入近代。隨着光緒初年左宗棠率軍收

復新疆與新疆建省，帝國的邊疆隔離政策出現了劇烈的鬆動。在帝國主義侵

略的威脅之下，新疆之外其他地方的邊疆隔離政策也在不斷鬆動，使得清帝

國的統治策略大幅度地向均質化方向偏移。

（一）維持差異：近代之前清帝國的戰略選擇

帝國並非必然會持續維持軸輻式的統治結構。對於一個帝國來說，它有

兩種不同的策略可以選擇：一種是逐漸追求均質化，一種是保持異質性。古

代的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都曾經推行均質化的策略，通過精英吸納等方式建

立了一套整個帝國共同接受的文化認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dp。但是均質化

策略具有一些前提條件並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並非帝國的必然選擇。

首先，清帝國缺乏實施均質化的條件。均質化需要以一種主流文化作為

基調dq，而帝國推行均質化必然以核心區域的文化作為基調。對於清朝來說， 

滿人本身在文化上處於落後地位，均質化策略注定無法實行。清朝早期的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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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令是均質化的一種嘗試，但是再進一步的滿洲化已經難以實現。沒有能力

以核心群體的文化為基礎來實現均質化，成為了清帝國根本性的缺陷之一。

其次，均質化的成本高昂。均質化往往意味着帝國要突破當地的中間人，通

過直接統治的機構來與民眾接觸。這些統治機構的建立需要龐大的資金，更

重要的是它會損害當地中間人的利益，引發抵制或戰爭。清代邊疆整治過程

中，均質化的努力曾受到西南土司、回疆伯克以及蒙古王公等既得利益者的

強烈抵制。抵制除了來自邊緣群體，也來自核心人群。均質化將意味着打破

核心與邊緣的單向度權力關係，同樣會對核心人群的特權構成影響。對清帝

國而言，一旦實行均質化，任官方面的滿漢差異勢必被打破，滿人將不再享

受特權待遇，要與漢人公平競爭。這是滿人絕不願意接受的現實。

相比於推行均質化的巨大代價與風險，維持隔離是一種安全又相對成本

低廉的選擇。通過對邊緣地區進行因俗而治，帝國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資源就

可以獲得相應的好處。邊疆隔離的政策也使得帝國核心可以分而治之。從總

體上看，在近代受到西方勢力衝擊之前，清朝並沒有如一些學者所言，在持

續推動均質化dr。清朝在長時間內滿足於多元帝國的格局，在其臣民中維持

其原有差異，「文化多樣性不僅延續下來，而且還在被加以構建」ds。應該說， 

其營造的多元秩序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異質化策略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國家整體的整合度是低下的，

更重要的是其在邊緣地區所獲得的忠誠是有局限的。這也是異質化帝國相比

於均質化民族國家的劣勢。如何維護邊緣地區的忠誠其實是每一個帝國必然

要面對的問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人們的晉升之路形容為「朝聖」

旅途：如果一個人的朝聖終點是帝國的中樞，那麼他就能夠將整個帝國想像

為他所從屬的共同體並投注忠誠；而一旦個人的朝聖終點局限於本地區之

內，那麼他的忠誠將更多繫於本地區dt。對於典型的帝國邊緣來說，人們通

往帝國首都的朝聖之旅沒有開通，仕途終點止步於本地區，往往以所在邊緣

為範圍來想像共同體ek。邊緣地區對於帝國的忠誠是打了折扣的，這時常意

味着分裂的風險。對於清帝國而言，小心地應對各個邊緣地區的反叛風險始

終是政治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當邊境之外還有外部勢力進行煽動與蠱惑時，

這一分離主義傾向會更加凸顯，這也是晚清以來面臨的現實局面。

（二）邊疆整治與邊疆隔離的部分廢除

清帝國的民族國家轉型開始於洋務運動時期的邊疆整治活動。有學者將民 

族國家構建的歷程分為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與民族構建（nation building）兩

個不同而又互相交織影響的進程el。國家構建意味着要建立起主權領土範圍內

的有效統治能力em，而有效統治能力的建立需要對社會生活進行「齊平化」en，

並間接地影響到民族構建歷程。比如，出於行政需要對於語言文字的統一、度 

量衡與貨幣的標準化、全國範圍交通通訊網絡的建立等國家構建活動，將為民

族構建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對於帝國而言，「齊平化」的國家構建也意味着原有 

的邊疆隔離將被廢除。洋務運動時期的邊疆整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國家構建意

圖，以強化邊防、鞏固邊疆為主要政策出發點。但是，這一國家構建行為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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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質性地造成了民族構建的效果。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洋務運動時期的邊疆整治，

可以追溯清帝國近代轉型的起點，以及邊疆經營對於帝國轉型的重要性。

清末的邊疆整治是外力壓迫的結果。十九世紀後期是現代國際社會向全 

世界擴張的過程，清朝也面臨着民族國家體系的強烈衝擊eo。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傳統國家「有邊疆而無國界」，各國之間清晰明確的國界劃分是

近代歐洲國際社會的特徵ep。中國與鄰國之間長期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意

義上的邊界。近代以來，中國周邊鄰國相繼淪陷於列強之手，中國與鄰國的

邊疆變成了中國與列強的邊疆。列強因此將歐洲國家之間的邊界體制引入東

亞，要求中國與它們劃定清晰的邊界。最先出現衝突的是台灣地區，但是真

正對帝國的軸輻式結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衝擊發生在內陸邊疆。西藏、新疆、 

蒙古以及滿洲故地的東北地區，處在英、俄、日等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前線，

列強要求劃分清晰界限的壓力最為沉重，建立更加有效的統治以抵禦外侮的

需要也更為孔亟。對於清朝來說，要滿足以上兩種需求，唯一的選擇就是在這 

些地區推進行省化。清帝國的轉型始於邊疆：首先將以往版圖的分界線轉化為

近代意義的國境線（即通過近代條約體系確定東北和藩部的外緣）；進而在國境 

線內建立起均質化的直接統治，從而實現國家形態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

清帝國轉型的一個首要標誌是人事隔離的鬆動。1875年，左宗棠受命督 

辦新疆軍務，標誌着邊疆隔離制度的一個巨大變革：漢人首次成為新疆地區的 

軍政長官。孟森注意到，反對左宗棠出兵新疆的除了李鴻章等海防派，還有

很多滿人。滿人將新疆視為自己的禁臠，不願意漢人染指，故而出面反對eq。 

比如，漢軍旗人李雲麟被任命為副都統，於左宗棠手下幫辦軍務。他在《西陲

事略》中談到，「歷來西陲用兵，皆以旗員為帥」，左宗棠的任命是「異數」， 

表明旗人對此其實耿耿於懷er。他在上奏中極力詆譭左宗棠及其所統軍隊，

歷數新疆建省之不便，反對改變新疆原有的軍府制度，可以視為旗人抗拒 

變化之典型代表。但是，清朝為了維護西北邊疆的安寧，接受了左宗棠的主

張，並且在他之後選擇了漢人劉錦堂為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1884年11月 

17日，清廷正式決定在新疆建立行省，以巡撫為最高軍政長官，並任命劉錦

堂為首任巡撫es。此後這一職位基本為漢人所把持。

第二個帝國轉型的重要標誌則是間接統治方式的廢除。新疆南部回疆地

區原來採用伯克制，北疆部分地區採用扎薩克制，都是利用當地人進行間接

統治的形式。在新疆建省之後，這些間接統治方式都被一體廢除，改為直接

統治的郡縣制以加強控制。最後，與郡縣化相呼應的是，民眾的遷徙隔離也

被廢止。移民實邊的策略代替了舊有的回漢隔離政策，漢人商民進入回疆經

商、墾殖、居住、交往等都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但在左宗棠入疆之後，這

些限制全部分崩離析，新疆地區回漢之間的遷徙隔離被徹底打破et。

在經營新疆的同時，清朝也在處理蒙古與東北等邊疆問題，這些地區的

均質化改革進度不一。在東北軍府統治地區，邊疆隔離政策出現了部分鬆

動。1880年，漢人吳大澂被任命前往吉林幫辦，成為第一位進入東北地區的

漢人官員fk。吳大澂雖然還沒有資格擔任滿洲故地的主官，但這個人事變化

的象徵性意義不容忽視。另外，東北地區封禁制度也很早就出現了鬆動。東

北被視為滿人的祖地和「自留地」，長期被視為「禁區」，禁止漢人進入。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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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沙俄勢力的南侵，清廷意識到空虛的東北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風險，於是

在1860年左右部分開放了封禁的命令fl。但是與此同時，新疆之外的藩部地

區的封禁卻得到了重新確認。以蒙古地區為例，清廷於1884與1887年兩次重

申了永遠封禁的命令，依然禁止漢人自由前往蒙古開墾fm。造成這一差異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東北軍府統治地區是清朝直接任命官員進行統治的地區，雖

然實行旗民分治，但原來就有一些漢人屬民存在fn；在職官上增加一些漢人

席位，以及增加一些漢人人口，更多地是對舊有體制進行了一些調整，尚沒

有對旗民分治體系造成根本衝擊，故而容易推行。如前所述，藩部地區主要

藉助當地王公貴族、喇嘛僧侶等中間人進行間接統治。一旦解除邊疆隔離，

將帶來根本性的制度變遷，並嚴重損害這些中間人的既得利益。

綜合來看，在洋務運動時期，清廷需要強化邊疆的統治能力以抵禦外部

侵襲，因而不得不借重漢人的軍事力量，以及有限度地採納移民實邊的策略。 

對於原來實行異質化策略的清帝國而言，這些舉措導致了舊有的嚴格邊疆封

禁政策出現鬆動，引發整個帝國性質的劇烈轉變。漢人在這一過程中成為了

最大贏家，隨着人事隔離的鬆動與邊疆隔離的部分廢止，漢人的核心特質有

了進一步的提升。不過，這一時期的均質化改革是有限的。新疆因為軍事收

復，原有勢力被掃除一空，得以進行較為徹底的均質化改革，東北軍府地區

進行了有限度的改革，而其他藩部則基本沒有進行。除了客觀困難之外，也

必須看到，清廷此時並沒有完全廢除軸輻式結構以推行徹底均質化改造的企

圖，舊制度的慣性依然非常強大。清廷對於徹底均質化可能造成的政治風險

應該是存在疑慮的，真正的改變發生在清末新政之後。

四　從帝國到民族國家

十九世紀見證了民族國家的強盛。在國家形態的競爭當中，高度均質化

的民族國家戰勝了傳統的王朝、帝國、城邦、部落聯盟等國家形態，成為當

時最有效率的一種國家形式，並且在合法性上佔據着道德高地。到了十九世

紀末，各個大帝國紛紛開始體會到民族國家的壓力。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

國、奧匈帝國等民族成份複雜的傳統帝國在艱難地轉型，甚至大英帝國也曾

經嘗試過整合自己的海外領地。積貧積弱的清帝國在尋求富強的過程中，也

吸納了民族國家的範式，並且在推行新政之際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帝國轉型的

工作。然而，缺乏足夠智慧和魄力的清朝統治者沒有能夠把握住最後的機會， 

無法處理錯綜複雜的局面，導致民族國家構建的失敗。

（一）清末新政與全面轉型的嘗試

甲午戰敗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捩點。清朝在

此之後徹底放棄了天朝上國的最後想像，開始為了王朝存續而實行新政；一

般以1901年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作為新政開始的起點。

1905年受到日俄戰爭的刺激，新政在深度與廣度上又有了長足的推進，並持

續到清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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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新政與之前邊疆整治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在有意識地實行民族國家構

建。對於清帝國而言，在向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有兩個任務至關重要。

第一個任務是打造一個凝聚核心。如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言，無論是

秉承何種民族主義，都必須確立一個核心民族和一種主流文化fo。二十世紀

初期，最盛行的是「一國一族」式的民族主義理論，同一時期的俄羅斯、奧斯

曼等帝國在轉型時普遍採用同化主義的策略，一般是以核心民族的文化作為

均質化的模板。但是，清帝國的特殊之處在於，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滿人在 

人口佔比方面處於絕對劣勢。清末滿洲大概只有五六百萬人fp，在中國四億

人口中只佔1.5%左右。對比一下同時期其他帝國，俄羅斯帝國中俄羅斯人（包

括大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大約佔67%；奧斯曼帝國中土耳其人佔36%

左右；即便是號稱民族成份最為駁雜的奧匈帝國，德意志人口也佔23%左右。 

相比之下，滿洲人口佔比簡直微不足道，清帝國核心人數過少的弱點暴露無

遺。在此之上還要加上文化的弱點。滿洲此時已經高度漢化，在其鼎盛時期， 

滿洲核心尚沒有能力以自身文化為基礎推行均質化，這時就更加沒有如此力

量。這注定了作為國族構建基礎的主流文化只能是漢文化，核心民族必須是

滿漢的結合體。不同於俄羅斯、奧斯曼等帝國直接以主導群體的文化作為民

族國家整合的基礎，清帝國在進行整合之前還必須要平滿漢之界，使得滿漢

真正融為一體，打造一個民族國家構建的核心。這是清帝國在轉型過程中的

特有困境，並極大地增加了其轉型難度。

在新政期間，清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來融合滿漢。1902年，清廷廢除了

滿漢不得通婚的禁令。1906年，廢除了中央部門長官由滿漢平行任職的兩套

班子，實行不分滿漢的一長制。1907年，規定除了宗室之外，滿漢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漢人前往其他邊緣地區任職的限制被進一步打破，在邊疆任職方

面幾乎獲得了與滿人平等的權利。1904年，以前只有滿人可以擔任的將軍與

都統等職位開始向漢人開放，在制度上確立了漢人自由出入各個邊疆區域的

權利fq。這一時期有一些象徵性的任命：1906年，張蔭棠奉命前往西藏查辦

事件，成為西藏地區第一個漢人高級官員；1907年，東北地區撤將軍而建立

行省，徐世昌被任命為東三省總督。此外，曾經被長期堅持的「國語」政策也

被廢止。在1902與1904年分別頒布的「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中，全國的

教育系統一體規定用漢語作為教育語言，實際上取消了滿語的國語地位，改

以漢語作為國語fr。

清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第二個主要任務是完成各個邊緣地區的徹底均

質化。到了新政時期，清朝開始下定決心在所有邊緣地區推動均質化策略，

以鞏固邊防。1902年，內蒙古歸化墾務局、豐寧縣墾務分局成立，內蒙古地

區的招民開墾正式開始。到了1910年，蒙古地區的各項封禁命令被完全廢

除。在藏區方面，改革從川藏邊區開始。1903年，清朝嘗試在川藏地區進行

移民開墾。此後在四川總督趙爾豐的主持下，從1906至1911年間，川藏地區

開始進行持續的行省化改造，並於1911年計劃在川藏邊區建立西康省fs。在

開放移民開墾與建立郡縣制之外，清朝也不再堅持因俗而治的文化策略，改

而嘗試更為均質化的政策。清廷開始在邊疆地區對當地邊緣群體進行「國民 

教育」，尋求完成文化上的統一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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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慣性與清帝國轉型的失敗

清廷在實行了兩百多年的差異政治之後，制度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慣性，

也培養了強大的既得利益團體。驟然的均質化改革必然引發既得利益群體的

不滿與抵制。清末新政時期的均質化改革引發了很多不滿，甚至成為了自身

滅亡的導火索。在彌合滿漢殄域與對邊緣地區進行均質化改造這兩個主要任

務方面，清朝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制度慣性的強大力量與決策者的能力不

足，使得清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進程最終失敗。

原來實行間接統治與因俗而治的邊緣地區都抵制均質化的改革，抵制最為 

強烈的是蒙古與西藏。在蒙古方面，1903年，針對蒙古設省的建議，烏里雅蘇 

台將軍連順等人立即上疏，指出根據外蒙古地區的情況，「礙難改設行省」gk。

清政府同意他的意見。1905年後，清廷內外屢有關於蒙古設省的爭議，最後

達成了在內蒙古設立熱河、綏遠、察哈爾三行省，外蒙古暫緩設立行省的共

識gl。雖然內蒙古建省直到清朝滅亡都沒有達成，但已經進行了扎實的推進

工作，進入民國不久後成為了現實。西藏的情況也與蒙古類似，川邊藏區在

1903年後積極實行行省化改造；以拉薩為中心的其他藏族聚居區則暫緩行省化 

改造。1911年，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炑正式奏請設立西康省，標誌着改造的階段 

性完成。西康最終在民國時期成省，但是這一時期的功績不容抹殺。在蒙古和 

西藏，因為阻力的強大，清朝都採取了緩慢推進的策略，均質化進程並不順利。

不過，清末民族國家轉型中最為嚴重的問題還是滿漢的融合。晚清民族

主義構想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想像「中國」。清朝統治者嘗試調集各種意識形

態資源來構建一套言之有理的國族理論，建立一個能夠涵蓋清朝全部疆土的

「中國」。以現有的「國家」為單位構想國族，是不少多民族國家的通行做法。

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也是為了回應這種國族理論構建的需 

要gm。但是國族主義以全體國民平等為前提，滿漢殄域的客觀存在成為了理

論上無法迴避的問題。對滿人而言，他們不願意放棄長期享受的特權地位，

不願意真正地實現滿漢的平等。很多取消滿人特權的改革都在滿人的劇烈反

對中流產，滿漢之間的徹底平權遭到滿族親貴的極大阻撓，從未真正實現。

同時，讓清朝統治者徹底放棄對於漢人的戒備之心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在

高級職位人員的任用上，對於滿人的偏愛是很明顯的。比如，廢除滿漢尚書

的設置，本意是要打破滿人的任官特權；但是在打破舊有的滿漢一比一任官

比例之後，滿人在中央各部長官的佔比反高於之前gn。皇族內閣則是另一個

顯著的例子。這些都是滿人統治者妄圖繼續掌握大權，不願意與漢人分享權

力的標誌。這一切都導致了漢人的強烈不滿，並出現了另一種民族主義敍事。 

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革命黨也深受當時「一國一族」式民族主義思想的

影響，試圖建立一個以族群民族主義為基調的「中國」。這個中國將是一個由

漢族組成的單一民族國家。在這種民族主義理論中，滿人被視為「外國」、「侵

略者」，必欲排之而後快go。漢族國家思想的濫觴和清朝相關改革的遲滯，最

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

然而，清朝的滅亡並沒有結束已經開始的民族國家構建歷程。辛亥革命推

翻了滿人的統治，也繼承了清朝的民族國家構建任務。民國的建立徹底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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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滿漢殄域的問題，漢人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整個國家的主導力量，但是清帝國轉

型的另一個大問題——邊緣地區的真正均質化卻依然被保存了下來。蒙古、

西藏與新疆等舊藩部地區的族際政治整合在整個民國時期都是嚴重的問題，甚

至一直持續到共和國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965年共和國對西藏民主改

革的完成才標誌着晚清以來邊疆均質化改造的真正完成。如果從洋務運動開始

算起，那麼中國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就是一個將近百年的漫長歷程。

五　結論

目前學術界對於帝國的理解依然是多樣的，軸輻式帝國理論只是其中一

種。不過，對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而言，軸輻式帝國理論無疑提供了一個非

常具有啟發性和操作性的研究視角。這種理論更多地以不同人群的政治權利

為切入點，來分析帝國的支配結構及其動態演變。從軸輻式帝國理論的視角

來看，「新清史」學者將清朝視為帝國，指出了其長時期存在的多元統治結構

與差異政治，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些學者簡單地指出漢人並非主導群

體的事實，卻沒有意識到漢人作為邊緣群體的獨特性，以及他們所享有的部

分核心權利。從這一點來說，「漢化論」學者強調漢人在清朝的重要地位，是

有一定道理的。另外，從軸輻式帝國理論的視角來看，左宗棠入疆以來的一

系列均質化改革對於理解清帝國性質的變遷至關重要，現有研究對於其中的

意義尚發掘不足。

清帝國在長時間內維持了統一國家的架構，並且在近代以來開始了一系

列均質化改革，這一切都成為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基礎。汪暉認為，「如

果從帝國構架轉向單一主權國家的架構是現代中國形成的歷史前提，那麼，

帝國建設（empire building）過程中逐漸發展和深化的皇權中心主義與民族—國

家建設的中央集權傾向就是一個互相重疊的過程」gp。既然近代中國民族國家

建設的基本路徑是依託於既存的國家來構建多元一體的國族認同，那麼對於

創立這個既存國家的清朝，就需要予以充分肯定。正是在清朝的統治之下，

中原與內陸邊疆被置於同一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在同一國家之中通過王朝

統治的鏈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雖然在清朝的大部分時間裏，這些多元化的

區域並沒有真正被融為一體，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清朝至少成功地將這些擁

有不同文化與地理的區域長期地整合在同一個國家與政府的管理之下。此種

政治上的統一構成了現代中國形成的基礎，為之後的均質化改造提供了堅實

的根基。清朝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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